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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共享经济下的共享单车与委托代理理论相结合，建立关于共享单车的委托代理模型，并以杭州共享

单车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共享单车企业与用户的效益更好，目前杭州两大共享单车企

业ｏｆｏ的收益比 Ｍｏｂｉｋｅ更好，同时较高的盗损率是阻碍企业盈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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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共享理念的普及化，如今共享单车已成为社会一大热点，把共享单车作为短程交通工具已成为生活常态．然而，在创

立初期，由于共享单车运营模式遭到诟病，盈利模式含糊不清，其找不到具体的盈利点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在盈利模式中，共

享单车企业与用户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本文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结合共享单车的实际背景，建立关于共享单

车的委托代理模型，并以浙江杭州的两大共享单车企业ｏｆｏ与 Ｍｏｂｉｋｅ为例，探究共享单车企业与用户的效益情况
［１］

． 

国内诸多学者对共享单车进行了不同方向的研究：李林峰
［２］

研究了摩拜（Ｍｏｂｉｋｅ）单车的可持续盈利模式，认为加

大定点设置以及投放数量为关键因素；李敏莲
［３］

运用净现值法（ＮＰＶ）和信息资源元库（ＩＲＲ）模型对共享单车的盈利能

力进行了分析；郑九兵
［４］

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对有桩共享单车进行理论研究，认为其为政府主导模式．国外是共享单车的发源

地，对共享单车的研究主要有：Ｋａｒｅｌ Ｍａｒｔｅｎｓ
［５］

对荷兰城市公共自行车的最优投放点进行研究，得出火车站等

交通枢纽处为最优的结论；Ｊ Ｐｕｃｈｅｒ
［６］

研究发现，城市公共自行车交通运营的关键是居民区的交通运行环境；Ｆｕｌ

ｌｅｒ Ｄａｎｉｅｌ
［７］

运用分层抽样调查法确定新投入运行的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受欢迎程度与系统之间的关系，认为自行车

租赁点与居住地较近，中青年及受过高等教育的调查对象更容易接受公共自行车系统． 

1. 理论基础 

委托代理是一种契约理论，涉及两个主体：一是委托方，主要提供资本；二是雇佣方，主要提供劳动．两者共同合作完成

一系列商业行为，最终产生盈利，且盈利归委托方所有，但要求委托方根据努力程度给予代理方一定的劳动报酬，从而实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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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与按劳分配的结合，较符合现代社会的劳动模式． 

委托代理理论中，委托方要求雇佣代理方完成一系列的商业行为，其中委托方提供资本得到收益，代理方付出劳动得到报

酬，理论的核心在于设计一个契约合同，能够让代理方按照委托方的期望付出相应的努力程度，从而使双方收益最大化． 

假设代理方的努力程度为ａ，根据努力程度ａ 可得：代理方的努力成果为ｘ（ａ）、努力成本为ｃ（ａ）、委托方的货币收

入为φ（ａ）．从理论上讲，ｘ 和φ不完全相同，即努力成果和货币收入并不一致，ｘ 可能包含除φ外的其他量．为了数学上

处理方便，可假设φ是唯一可观测变量，即ｘ ＝φ．在计算代理方的劳动报酬时，可把货币收入φ作为依据，双方签订相容激

励合同． 

由以上分析，可构造委托方和代理方的期望效用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１）委托方期望效用函数为：Ｅｖ（φ－ｓ（φ）），其中ｖ′＞０，ｖ″≤０，说明委托方是风险厌恶者或风险中性者． 

（２）代理方期望效用函数为：Ｅｕ（ｓ（φ））－ｃ（ａ），其中ｕ′＞０，ｕ″≤０，说明代理方也是风险厌恶者或风

险中性者；ｃ′＞０，ｃ″＞０，说明代理方努力的边际负效用递增，即越努力，成本越大． 

委托方的货币收入φ满足φ′（ａ）＞０，表示委托方希望代理方多多努力，以取得更大的货币收益．而ｃ′（ａ）＞０，

表示代理方希望自己少努力，以付出更少的努力成本．可见，两者之间形成矛盾，若委托方不给予代理方足够的激励效应，代

理方不会付出委托方希望的努力程度．因此，委托方需要制定一份具有足够激励效应的合同ｓ（φ），以确保代理方的努力程度

能够使自身收益最大化
［８］

． 

1.1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个人理性约束（ＩＲ）是指：代理方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其中，ｕ

－为代理方的保留效应．激励相容约束（ＩＣ）是指：委托方制定一种合同，以激励代理方采取最有利于委托方的努力程度，

从而使委托方利益最大化能够通过代理方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实现． 

1.2 信息对称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信息对称情况下，委托方可直接观测到代理方的努力程度ａ，委托方为了自身收益最大化，可制定相关合同强制代理方作

出委托方期望的努力程度．此时，委托方只要保证代理方收益到达保留效应即可，激励相容约束失效，个人理性约束成为唯一

约束，激励模型转变为
［９］

：  

 



其中：Ｅｖ 为委托方期望效用函数；Ｅｕ 为代理方期望效用函数；ｘ 为代理人的努力成果（结果）；φ为委托人的货币

收入（产出）；ａ 为委托人期望代理人做出的努力程度；ａ＊ 为代理人可选择的任何努力程度；Ａ 为代理人可选择努力程度

的范围；ｓ为激励合同；ｕ－为代理人保留效应；ｃ 为代理人努力成本． 

2. 基于共享单车背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2.1 信息对称情况下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 

在共享单车背景下，委托方为共享单车企业，代理方为共享单车使用者，企业提供单车（资本）供使用者使用，使用者向

企业支付一定的租赁费，作为委托方的收益．使用者对单车使用和维护的努力程度作为代理方的劳动成本，而使用者使用共享

单车后所节约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作为代理方的收益．使用者为提高自身收益必然会减少对单车使用和维护的努力程度，如

此却使企业的收益受损，行为与收益之间形成矛盾．因此，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企业要与使用者签订一份激励合同，使双方分

摊风险，实现利益的相关性． 

在信息对称情况下，激励相容约束失效，结合共享单车实际背景，委托代理模型为： 

 

其中：ｎ 为每月单车的使用量，即订单量；ａ１为使用者使用单车的努力程度；ａ２为使用者维护单车的努力程度；α为各

单车平台铺设单车的占比；β为使用者的努力程度对订单量的敏感系数；ｅ为每半小时租赁费；ｍ 为每人每车支付的押金；ｐ 

为支付押金的人数；ｄ％ 为银行年利息率；ｂ１为每笔订单广告收费标准；ｂ２为每车每月车体广告收入；ｌ为投放单车数量；

ｒ为每辆单车制作成本；ｉ为单车月盗损率；ｊ为单车月折旧率；ｗ 为维护单车努力水平对单车月盗损率的影响系数；ｑ 为

某城市维护单车雇佣人数；ｇ 为雇佣工人每人每月工资；ｈ为每车每月维护费用；ε１为使用者对努力程度ａ１的成本系数；ε

２为使用者对努力程度ａ２的成本系数；ｋ 为使用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单次出行费用；ｋｔ为使用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单次出行

时间；ｅｔ为使用者使用单车单次出行时间；ｔ为时间成本系数；ｃ（·）为使用者的努力成本函数． 

由目标函数Ｅｖ 可知： ，故在ａ１，ａ２的右边界取得最值，假设ａ１，ａ２ ∈［０，１００］．设在

代理方“不努力”也“不偷懒”的情况下，努力程度ａ１＝５０，ａ２＝５０．而在信息对称情况下，由于缺少委托方的激励效

用，代理方很难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努力，此时努力程度ａ１，ａ２ ∈［０，５０］．且目标函数在右边际取最值，故可取：ａ１＝

５０，ａ２＝５０
［１０］

． 

2.2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 

激励相容约束要使使用者实现收益最大化， 



 

以杭州共享单车企业ｏｆｏ和 Ｍｏｂｉｋｅ为例，对字母进行赋值（见表１）． 

 



表１数据中的各敏感系数均来自模型模拟筛选后的优化数据，其他各数据均来自 Ｍｏｂｉｋｅ和ｏｆｏ企业的后台数据． 

将字母具体数值代入模型，做出两种情况下的交叉列联表（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①横向来看，相比信息对称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单车使用者的效益有明显提高，且两家单车企业的亏

损情况也有明显好转，说明信息不对称时，委托方的激励合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代理方为了使自己的效益最大化，不得不做出

更大的努力，从而使委托方的收益得到提升．这样的激励合同把委托方与代理方的效益进行捆绑，在“越努力，收益越大”的

理念下，双方的收益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②纵向来看，ｏｆｏ的单车使用者效益仍高于 Ｍｏｂｉｋｅ，ｏｆｏ的单车企业

损失也低于 Ｍｏｂｉｋｅ．同样，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两家共享单车企业的盗损率仍是造成企业亏损的关键因素，而且月盈

亏体现不出长远情况的效益．若在今后的运营过程中，单车企业能够控制盗损率，并能开发出其他的盈利渠道，则实现正盈利

指日可待． 

3. 结 论 

把共享单车企业与用户的运营模式和委托代理模型相结合，探讨基于杭州共享单车的委托代理机制．委托代理模型可分为

委托方与代理方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本文对两种情况进行理论分析，建立了模型以及具体的数值计算．还对投放

在杭州的 Ｍｏｂｉｋｅ和ｏｆｏ两种共享单车进行比较，分析了两种单车的企业和用户的各自盈利模式．最终由建模计算可知：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由于加入了激励合同，单车用户（代理方）的努力程度明显提高，使得单车企业和用户的效益均高于信息

对称情况下双方的效益．而对于Ｍｏｂｉｋｅ与ｏｆｏ双方，由于 Ｍｏｂｉｋｅ单车的造价显著高于ｏｆｏ，在较高盗损率下，

Ｍｏｂｉｋｅ的效益低于ｏｆｏ． 

从模型结果可知，共享单车企业与用户的利益是相关的，若用户减少使用单车的努力和降低对单车维护的努力，造成的不

仅是企业效益的损失，还会使自身出行成本增加．若用户提高这两种努力程度，企业和用户的效益就会得到提高． 

本文还对共享单车目前的运营模式提出了意见与建议，提倡企业、用户、政府三方共同发力，各司其职，实现共享经济的

良性循环．同时结合委托代理模型，指出共享单车企业与用户利益的相关性，提倡双方更好地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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